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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 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已为人熟知 , 本文重点探讨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资料的几种不同取向 ,
即作为资料直接引用、作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和透过文化规范后引用等 4 种利用方
志的不同方式 , 并试图发现它与近年来学术思潮和史学研究的转向可能存在的关系 , 以及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
度上利用地方志资料。在此基础上 , 作者认为方志是一种资料性著述 , 并且建议第二轮新修方志应加强对首轮
修志情况的记述。
　　关键词 : 地方志 　史学研究 　利用
由于使用地方志资料做史学研究已成学界常识 , 因此相关论文、论著不计其数 , 笔者无法一
一列出 , 所以只能主要以近年来发表且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为中心加以评析。① 这里关注的仅仅
是方志在史学研究中作为资料的存在 , 而不包括那些以研究方志本身为旨趣的论文 , 或者说 , 有
关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论文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史学研究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利用文献资料
的过程 , 地方志资料作为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 也有一个怎么看待和利用的问题 , 笔者尝
试着把它们归为 4 类 , 即作为资料直接引用、作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
以及透过意识、价值等文化规范后引用。
将方志作为资料直接引用是最初利用方志资料的方式 , 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这种文献利
用方式将文献看作是一种实体 , 认为文献的描述是透明的 , 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字式考证外 , 在研
究中它们是可以直接拿来引用的。这其中 , 又有投机式直接引用和整合式直接引用之分 , 前者是
在事先有了研究结论后引用资料 , 史料对他们来说只是为了抬高门面 , 他们并不关心史料本身存
在的合理性 ; 后者则是在有了问题意识后选用资料 , 同时注重资料与资料之间的协调和整合 , 但
仍然逃避不了因为举例式宏观说明而导致以偏盖全的弊端。但无论如何 , 这仍然是目前学界使用
方志资料的普遍现象 , 就近几年《中国地方志》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来看 , 有直接引用方志资料谈
土地争讼案件审判的 , 有谈河南人与台湾开发关系的 , 有谈明末清初驿传差役制度变革的 , 有谈





② 乔素玲 :《从地方志看土地争讼案件的审判 ———以广东旧方志为例》, 《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 7 期 ; 刘正
刚、刘文霞 :《从清代方志看河南人与台湾开发的关系》,《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 11 期 ; 刘文鹏、乐嘉辉 :
《明末清初的驿传差役制度变革 ———从几则地方志的材料谈起》, 《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 6 期 ; 王薇 : 《从
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 5 期 ; 成一农 :《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
《中国地方志》2001 年增刊。
考虑到在方志期刊界的地位和影响 , 本文在论述中很大一部分论文是笔者选取自 2000 年以来在《中国地方
志》杂志上所发表的 , 如果为此而遗漏了其他富有见解的论文 ,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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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果不对制度性的东西有所了解的话 , 那么在引用方志资料时极易引起误解 , 因此必须认识
到资料背后的制度情境 , 只有把资料放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 , 才能辨别出资料的真实含义。加藤
繁、陈乐素、侯春燕和佳宏伟① 的文章先后体现的也正是对方志资料作制度性考虑的思路。总
而言之 , 在引用地方志资料的时候 , 除了人口外 , 土地、科举和军事等其他官方制度也都须在作
者的视野之内。在作制度分析时还有一种情况 , 就是要关注传统方志学对于方志体例和修志制度
的探讨 , 石锦认为“虽然方志所包括的项目大致相同 , 可是每本方志对材料的取舍标准和记事的
详略情形 , 却大有差别”, 他的《明清时代桐乡县社会精华分子的社会组成和变化稿》一文就是
因为发现严辰《光绪桐乡县志》的人物传记记载了人物所在乡或镇的名称 , 为它志所无 , 由此得
以以该志为主来探讨明清间桐乡县社会精华分子的社会组成的变化。只有对方志本身的体例内容
有较深刻的把握 , 利用方志资料才会得心应手 , 比如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
原因 ———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一文为如何看待方志中人物资料提供了细致的见解。
透过地方志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方志资料 , 即在利用方志资料做史学研究时 , 须注意到
方志在编纂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等社会情境 , 简单地说就是 , 我们要知道是什么人编的
方志 , 他们为什么要编方志 , 他们又是凭借什么编的方志 , 比如国家、士绅、宗族、族群和各种
利益集团在方志编纂过程是怎样介入的。文化霸权现在已经是学界耳熟能详的话语了 , 而且同样
存在于方志编修的过程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 , 家族是社会最稳定的基层单位 , 戴思哲在《编纂
方志当作战略性的行为 : 万历时代的〈新昌县志〉的私人目的》一文中 , 把万历《新昌县志》作
为一项整体来考察 , 他认为这部县志是吕、潘、俞三姓家族的公共家谱 , 三大家族利用县志这个
载体来宣扬和保存他们家族的业绩。族群亦是如此 , 程美宝在有关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的文章
中②, 提到了潮州人和客家人利用掌握地方志这一文化资源来提升自己族群的文化地位。李文良
在他的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我们除了从文献中去读取表面上的客家讯息外 , 更应该试
图读取掌握书写权力 , 却未在文献中出现的那群人以及他们内心的想法。”③ 商业繁荣所带来的
结果势必也会体现在志书中 , 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一书中提到 , 张涛在主编《歙县志》时 ,
曾经面对压力 , 要求他改动自己的稿子 , 但被他拒绝了。这压力可能来自于他对该县商业环境的
谴责。当时正是明代商业繁盛之时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作为道德主义者的士绅虽然极度贬低社
会的商业气氛 , 但很多县志却恰恰是依靠商人的捐献才得以刊印的。阶级、族群和性别是史学研
究的重要分析工具 , 李贞德的《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一文指出 : “翻阅现有台湾
方志自清代以来的‘列女’传统 , 不免一则以喜 , 一则以忧。喜的是 , 生命坎坷的节烈妇女终能
引人注目 , 而能书识字的妇女至少有《列女传》可以阅读 ; 忧的是 , 长期以来 , 女性所被分配到
的历史位置和阅读内容似亦仅限于此。”④ 这句话 , 深刻地道出了方志编纂中存在的性别霸权问
题。对修志的地方官而言 , 一般情况下 , 他们对该地事务应当有着比当地人更公正的眼光 , 但也
会有意无意倾向于对政府公务作相对正面的描述。此外 , 方志的主要编纂群体即士绅往往通过方




④ 李贞德 :《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 《五十年来台湾方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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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来传达自己的家族经济利益、政治抱负和文化理念 , 比如士绅常常会借修志来提升当地的文化
地位 , 这就又涉及到方志背后的价值体系与文化规范问题了 , 笔者在后面将予以论述。
透过地方志背后的意识、心态、价值体系、文化象征等文化规范后引用方志资料 , 就是说 ,
在利用方志资料时 , 须斟酌方志编纂、使用和流传过程中人们的心理机制 , 由于方志持续地存在
于相关人群的意识当中 , 它会不断被人提及、引用和再解释 , 因此不仅修志者的心态、意识结构
和价值观 , 当时社会的价值体系 , 还有当时人们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 为什么要把某些内容编
进来甚至刻意强调 , 都是需要关注和分析的问题。在这里 , 方志彻底变成了文本 , 是一种思想史
意义上的社会记忆遗存。志书在体例和内容变化的背后 , 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心态和意识的变
化。陈其南在《方志资料与中国宗族发展的研究》① 一文中检讨了各种史书、地方志以及光绪乡
土志涉及宗族问题的处理方式 , 并说明这些志书体例变迁所隐含的社会事实和心态背景 , 亦即宗
族存在的条件和当代人对宗族的看法。遗憾的是 , 他对于方志资料的探讨没能和利用方志中有关
宗族资料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一种架构。而小岛毅《正祠与淫祠 ———福建地方志中的记载与解
释》② 一文 , 以《仙游县志》为例 , 认为嘉靖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 , 方志编纂者一般对正祠、淫
祠没有严格的区分 , 只是从嘉靖开始 , 对淫祠才有了更明显的定义 , 把正祠放在祀典志中 , 而把
淫祠置于杂志中。谭必友发表的《流官群体与十九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 ———以乾隆、
道光、光绪本〈凤凰厅志〉比较研究为例》③ 一文比较了同一地区历史时期 3 个不同版本的方
志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个案 , 文章以方志的编纂群体流官为主线 , 通过民族地区地方
志描述视角和语言的变迁 , 展现了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一个社会的价值象征体系必然需要文字
或者说文献来支撑 , 而地方志作为一种空间意识特别强的文献 , 怎样处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似乎
更应是它关心所在。张新民的 3 篇文章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贵州方志进行了文化现象学分析 , 他使
用了儒家价值的传播与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学术资源与地方
文化经验的交融整合 3 对意识架构 , 宏观地剖析了在大中国的语境下贵州方志所蕴涵的文化象征
意义④。方志插图也是方志的一部分 , 范德在《图绘明代中国 : 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⑤ 一文中
细致考察了明朝地方志中的这一视觉证据 , 他开宗明义地指出 , “如果我们想把地方志当作历史
证据的来源 , 则我们必须要问是谁出于什么目的 , 从何种视角编辑了方志”。并在文章的最后部
分认为 :“方志提供的这一景象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
涂抹”,“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潘晟在范德对方志插







⑥ 潘晟 :《谁的叙述 : 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9 卷第 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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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认为 :“方志地图绘制者的身份具有多样性 , 地图作为他们的叙述 , 其内容自然会掺杂进他
们的视觉而具有多样性。”乡土志也是地方志的一种 , 程美宝在她的《由爱乡而爱国 : 清末广东
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① 一文中即以乡土志和乡土教材为素材 , 分析了“地方上的读书人如何运
用一套新的话语 , 尝试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 表现出他们对新式教育的认识以及
对现代国家观念的理解”。但同时 , 这些乡土教材也“透露了地方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与冲
突”。陈春声则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 , 试图在明代中后期潮州社会动乱与地方文献大量编
修这两种历史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②。他认为 , 在社会急剧动荡的转折时期 , 东里的士大夫们尝
试通过《东里志》的编纂“重新解释地方历史”, 和程美宝文中乡土志的编写者一样 , 他们有出
于直接的政治和社会目的 , 但对于当时当地的社会价值认同和文化象征的强调则更为引人注目。
在归纳了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资料的 4 种不同取向后 , 就有一个问题 , 即方志资料对于它的
利用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 一是要知道资料被哪些东西“污染”了 ,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一种
“历史叙述”, 编纂者的心态和意识结构、官方颁布的经济政治制度话语、他们背后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组织等权力网络、价值体系与文化规范等等 , 都层层覆盖在方志文本之上 ; 再是要根据不同
因素、结构建构的状况 , 试图去发掘和了解这些因素或结构的事实 , 也就是方志有关于制度、社
会与文化的事实 , 而这显然不同于我们最初看到的“现象”的事实。简单地说 , 一方面我们从方
志资料出发 , 看资料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 另一方面以研究为出发点 , 看我们能从资料中了解到什
么 , 从生产的各个流程中看到什么 , 两者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利用方志资料的水平和倾向性 , 与近几十年来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文献认识的改变和
提高有着直接的联系 , 文献不再被看作是一种“透明的实体”被使用 , 学者开始把文献史料当作
一种文本 , 对它进行文本结构分析 ; 或者对文献史料进行再解释 , 就是一种诠释学 ; 或者将文献
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 , 然后在对史料的历史记忆分析中 , 重构一种史实 ; 或者运用现象学
理论 , 把文献当作一种现象来看待 , 看它是怎么产生的。总而言之 , 不管是哪种理论都表明 , 学
界已经开始把文献资料作为一项整体来考察。
学术思潮的转变固然对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方志资料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 但
在一定程度上 , 这也与近些年史学研究 , 特别是区域史研究的旨趣转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了。上
述几种利用方志资料的方法和史学研究从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的偏好有着吻合的迹象 , 当
然 , 这其中也有交叉和错位。只能说 , 一定程度上 , 经济史的研究发掘了方志资料背后制度性的
一面 , 社会史的研究使得我们更加关注方志编纂的社会情境 , 而文化史则让我们开始对隐含在方
志背后的价值象征体系有了更深的认识 , 也许两者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联系 , 但至少它们显示了
一种共同的学术逻辑和学理追求。
但是 , 无论怎么利用方志资料 , 它都仅仅是一种作为研究对象的史料 , 无法彻底解决研究者
与史料之间因时空造成的生疏感。Melvin P. Thatcher 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在利用方志来探讨
中国经济变动时所产生的难题 , 作者认为地方志的性质和当初编纂的目的使我们在利用方志时有
个局限 , 比如当时编纂者的态度跟现今史家利用方志的眼光存在着差异 , 而且重修的方志往往大
量但没有系统地引用旧志 , 缺乏时代感 , 这就决定了方志资料对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来说 , 从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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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有局限。① 但不可否认 , 在史学研究中 , 解读方志资料的能力仍然是有差异的 , 用王明珂的
话说 , 就是“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 , 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 ; 更重要的是由
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 , 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 , 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
认同与区分体系。”②
本文在归纳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资料的 4 种不同取向时 , 都涉及到方志资料性这个问题 , 笔
者不打算过多留恋于这个话题 , 只是想借此谈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关于方志资料性和学术性
(某种意义上就是指著述性) 的争论其实关系到方志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 或者说是包
括自己在内的方志人在学界的地位问题 , 所以 , 跟方志打交道的各方人士的观点常常会因为彼此
立场和利益的不同而相异。无论承认与否 ,“方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 以及历代受世人的
重视 , 主要是靠资料性取得的。”③ 资料性或资料的丰富性是方志的重要特征和本质属性之一 ,
此点方家已多有论述。从笔者上文对利用方志资料的探讨中 , 可以认识到资料性和著述性是相对
的 , 资料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著述 , 所以方志应该是一种资料性著述 , 方志的资料性和著述性
(学术性) 并不对立 , 强调方志的资料性并不意味着方志学就不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 学术
性完全可以在作为资料性著述的地方志中得以体现 , 只是地方志的学术性归根结底是资料性的问
题 , 过多的无谓争论显然是没有意义的。④ 而加强方志的学术性是个复杂的问题 , 笔者这里只想
提一个小建议。由于绝大多数新编方志没有引用资料的出处 , 学者在利用新编方志资料时通常显
得比较暧昧 , 方志遭到的诟病 , 往往会因其资料的丰富性而被人遗忘 , 但如果在强调方志资料性
的同时 , 也突出它作为学术著述性的一面 , 情况会怎么样呢 ? 考虑到第二轮新修方志对是否需要
做到注明资料引用出处还有不少微词 , 而且目前要做到这点还有很大的困难 , 因此笔者建议在第
二轮编修方志时加强对首轮修志情况的记述。有关首轮修志的情况虽然在序、凡例和修志始末都
或多或少会有介绍 , 但大部分志书这方面的信息量尚显不足 , 特别是本应担当重任的修志始末看
上去更像是后记。编者完全可以从全国修志的大处着手 , 以该志为中心 , 恰当地叙述首轮修志的
相关基本情况。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新编方志中 ,《广州市志》 (广州出版社 2000 年版) 在修志始
末上花的功夫就非常值得称道。只有当读者对该志书的产生过程有所了解 , 才能更好地理解志书
中的内容 , 这对于提高方志的学术性是会有所帮助的。
(联系地址 : 福建省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邮编 : 361005)
本文责编 : 詹利萍
更　　正
本刊 2006 年第 1 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 (下) 一文 , 第 16 页第 32 行引
用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 〔1996〕47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有误。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应是地方政府直属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一级单位”应为中国地方志指导






④ 胡巧利也持相似观点。见胡巧利 :《志书资料性和学术性问题辨正》,《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 11 期。
黄苇等 :《方志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明珂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Melvin P. Thatcher : < L ocal Historical Sources f or China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 ,《汉学研究》第
3 卷第 2 期。
